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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感就是五官感觉的相通，即身体的某
一个器官受到刺激时身体的另一个器官感
觉到的感觉。生活中，人们常常使用通感原
理，把红黄称为暖色，绿青称为冷色，这是视
觉与触觉的相通；也有听觉与味觉的相通，
如“甜言蜜语”，“说话太酸”。在文学作品特
别是诗歌中通感的广泛运用使得作品更加
具有意境和传神。英国诗人麦克尼斯在他的

《花园中的阳光》中描写到：“花园中的阳光
渐渐硬了，冷了”。西班牙诗人洛尔加在他的

《风景》中写道：“灰色的空气起了皱纹”。印
度诗人泰戈尔在他的《黎明盛会》中叹道：

“黎明的景色是那么甜美”。自然之美在诗人
笔下即可驻足观看，也可用耳聆听，可伸手
触摸，可用心感受，展现在我们眼前的不再
是静止的画面，而是动感十足、美轮美奂的
多姿多彩的世界。通感修辞的美学功能可见
一斑。

通感的运用可以增加语言的情趣，增强
描述的形象性，创造出奇妙的意境，给人以
深刻的启示和美的享受。为什么通感能创造
优美的意境，给人以美感呢？官能感觉的相
通，有一个美学意义上的相互关联的问题，
也就是说，共同的心理美感是通感赖以成立
的美学基础。德国美学家费歇尔认为，各种
感官“能够在一个审美的整体中协同动作，
各个感官不是孤立的，它们是一个感官的分
枝，多少能够相互代替，一个感官响了，另一
个感官作为回忆、作为和声、作为看不见的
象征，也就起了共鸣，这样，即使是次要的感
官，也并没有被排除在外”。从美学上讲，美

感的核心是审美心理。审美心理产生于审美
主体与审美客体的相互作用中，它以感知为
基础，在感知的基础上进行想象和情感活
动。从审美客体来讲，存在图像、声音、色彩、
气味等；从审美主体来讲，要培养各种感官
的感受能力，调动各种感官去感知、去联
想，从而创造出鲜明具体的艺术形象。从
一种感觉转向另一种感觉是作家、艺术家
运用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所进行的想象和
联想。通感是五官感觉的相互转移，是一
种创造性的审美想象，审美想象是通感生成
的根本所在。

毋庸置疑，通感既源于生活，又符合美
学原理。让我们来看看诗歌中通感的审美功
能，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波德莱尔在 《契
合》 一诗中用通感手法阐释自己的通感理
论：“颜色，芳香和声音相呼应。/有些芳
香如新鲜的孩肌，/婉转如清笛，青绿如草
地，/更有些呢，朽腐，浓郁，雄壮。/ 具
有无垠的旷邈与开敞，/像琥珀，麝香，安
息香，馨香，/歌唱心灵与官能的热狂。”
作者在诗中使用了两种不同的通感手法：
横向通感和纵向通感。横向通感指不同感
觉间的唤起，纵向通感则从真实到不真

实，从可见到不可见。在诗的开头，“颜
色，芳香和声音相呼应。/有些芳香如新鲜
的孩肌，/婉转如清笛，青绿如草地”，作者融
合触觉（孩肌）、听觉（清笛）、视觉（草地）来
表现嗅觉的绝妙感受。横向通感让读者进入
诗人奇妙的感受世界，使读者产生审美上的
共鸣。诗的结尾，“歌唱心灵与官能的热狂”，
诗人在各种气味的指引下，心灵和官能已经
如痴如醉，处于迷狂状态。因此，纵向通
感在可见的物质世界与不可见的精神世界
之间搭起一座桥梁，使读者随着诗人的脚步
体会到心灵与官能的狂热。这首诗的特别之
处在于运用动感的手法来描写通感的奇妙
功能，把读者带到无限美妙的通感世界。

通感修辞能够强化审美感知并增加审
美维度。比利时象征派诗人爱弥儿·维尔哈
伦（1855-1916）《风》里的几行诗，被誉为风
与万物的奏鸣曲。“黄色的风啊，是春天了/
以明亮的吻吻到土地的唇上/热烈的风，真
挚的风呀/是春天了/风唱着，闲谈着/和金
丝雀，红雀，麻雀/风闪耀着，闪耀着/在长长
的芦苇的尖山”。黄色的风（视觉）以明亮的
吻吻到唇上（触觉），诗人又感受到风的热情
和诚恳（触觉），风唱着歌和鸟儿闲聊着（听

觉），在长长的芦苇上荡漾（视觉）。不同感官
对风的感知增加了审美想象的维度，审美感
知的程度得以强化。诗人使用通感，再现了
自身体验，营造了文学语言呼之欲出的实
感，强化了诗歌的审美功能。

从接受美学来讲，受话主体对通感意象
的接受是一种意向性的审美活动。在艺术语
言的刺激下，受话主体在认知域中建构起审
美意象，并对审美意象进行解读和关照，将
其整合、充实成一个完美意象，再通过审美
判断把握通感意象底蕴的情和意。在审美过
程中，由于想象与联想、共通感等心理功能
的作用，通感意象开拓了受话人的情感世
界，对通感意象的解读是对发话主体的情感
流露、价值取向的重构。通感之美来源于不
同感官的和谐感受。黑格尔提出，颜色的和
谐、声音的和谐、形象的和谐具有同等意义。
雪莱的诗句就体现了这种和谐，“星辰的微
笑放射出光芒，如同傍晚的微风所拂动的黄
水仙的芬芳，如同布雷西亚牧羊人低吟挽歌
的哀响，又如同温柔的抚爱，使他从疲惫的
睡眠转入舒适的梦乡”。诗人用“黄水仙的芬
芳”（嗅觉）、“低吟挽歌的哀响”（听觉）和“温
柔的抚爱”（触觉）来描写星光（视觉），将四
种感官感觉和谐地融合在一起，读者的思维
随着种种感觉的转换不断跳跃，进入出神入
化的审美世界。在欣赏诗歌中的通感之美
时，读者需调动自己的审美想象，打开自己
的情感世界，用所用感官去领悟诗人所要传
递的信息。
（本版作者均供职于宁波大学外语学院）

所谓叙事学中的设定，是指作者在叙
事初始与过程中对人物、环境等的设置或
指定，并以此为基础展开叙述。设定可能
是显在的，也可能是隐含的，体现着作者
的意志、写作意图与思路。

设定不同于构思，构思是作者在观察
体验的基础上，提炼文章的主题意蕴并选
择最佳表现方式，以指导写作实践的创造
性总体思维过程。简言之，构思是从写作
学上对叙事作品的总体布置，而设定是从
叙事学上对叙事作品中规则、要素的指
定。设定的内容可以成为构思的内容，但
构思偏于感性、形象性，而设定更偏于理
性、逻辑性。读者在阅读中直接接受的是
作者构思的成果，只有在深入回味时才意
识到自己身处作者设定的牢笼之中。

叙事学中的设定与文体密切相关，一
般而言，在虚构性的叙事作品中才存在着
设定，如报告文学等具有纪实性的叙事作
品，人物、环境等皆客观存在，设定将解
构纪实作品的重要价值。而在虚构性的叙
事作品中，不同文体又对设定有类型化的
要求，如童话中便设定一切物体皆可言
语、思想，具有人的情感；而在史诗中，
设定存在着超越自然力量的神或半神；在
魔幻小说中，人掌握了魔法，可以呼风唤
雨，点石成金。因此，不同的文体不仅叙
事结构、叙事风格有差异，在设定上也有
重大的区别，并成为文体文化特质之一。
这种文体设定的类型化要求既是历史地形
成的，也蕴含着叙事的内在动力，如只要
是骑士小说，就一定会有勇敢的骑士、美
貌的公主或贵妇还有恶龙或恶魔，三者互

相推动，实现作者设定的意图，并满足接
受者的阅读需求。文体设定的类型化还形
成了读者阅读的心理期待与阅读逻辑，如
魔幻小说中出现魔法师、魔兽是正常的，
而在现代军事小说中突然出现一位魔法师
使用魔法禁咒毁灭一支军队，只会让读者
不知所云，难以理解。

在同一文体中，不同的叙事作品亦各
有不同的设定，主要体现为对人物、环境和
情节的设定。对人物的设定包括对人物职
业、家庭、知识、能力、年龄、性格等的设定。
对环境的设定更为复杂与宽泛，既可以设定
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也可以设定故事中
的政治形势与社会风情、民众心理，还可以
设定地形地貌乃至居室布局等。对情节的设
定则指对事件发展过程整体流向的控制与
处理，如重要人物的出现与消失，意外事件
的发生等。这三种设定又是相互交织的，人
物设定与环境设定往往为情节设定提供基
础，成为情节重大变化的伏笔。不同类型的
叙事作品设定的精致度与细密度也有不
同，如推理小说的设定最复杂也最细致，
而爱情小说的设定要简单得多。

设定对于叙事作品具有重要意义。第
一，设定为叙事作品设置虚构世界的规
则。正如我们身处的现实世界有客观规

律，有法律、伦理规范等，在虚构世界中
作者也要为这个世界设置各种规则，从而
确定人物行为的逻辑。如哈利·波特系列小
说中为魔法世界确定了各种规则，如不得
在麻瓜世界使用魔法等。这些虚构世界的
规则使读者更易有代入感，从而接受叙事
者设置的虚构世界。第二，设定为叙事者
实现叙事意图奠定基础。特定的设定往往
为特定的叙事意图服务，如 《牡丹亭》 中
设定杜丽娘的身份是官宦小姐，就决定了
她必然陷于心灵自由与身不由己的矛盾
中，这种矛盾无法解决，就只有通过情节
设定中杜丽娘之死来摆脱社会、家庭对其
身份的羁绊与心灵的束缚。而为了实现作
者的美好愿望，又只能通过情节设定中杜
丽娘的复生使她得以和柳梦梅结合。因
此，没有上述设定，叙事者“情不知所
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
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
非情之至也”的叙事意图就根本无法实
现，也就无法体现叙事者“情有者理必
无，理有者情必无”的内在思想。第三，
设定为叙事作品叙事结构搭设框架。这主
要体现在情节设定上，许多叙事作品在叙
事开始之时，其实已经设定了结局与人物
命运，而具体情节即以此设定为骨架顺次

展开。第四，设定为叙事作品情节发展提
供可能。这一是因为作者通过设定赋予人
物能力而使其具有推动情节的可能，如

《西游记》中赋予孙悟空一个筋斗十万八千
里的能力，从而加快情节的发展，并提供
孙悟空在紧急关头求援的可能；二是因为
作者通过设定限制人物能力或虚构世界规
则而使得人物只能在有限的能力或细密的
规则间曲折实现自己的要求，从而使情节
更加曲折复杂，如孙悟空虽然刀枪不入，
但眼睛畏烟畏风，因而在与黄风怪的战斗
中失利。这两者在同一部叙事作品中可能
并存，并形成一定的矛盾，如众多读者常
常疑惑神通广大、大闹天宫的孙悟空，怎
么在西天路上反而还斗不过一些妖怪，这
就是叙事者在设定中的摇摆与矛盾造成的。

叙事作品中设定的显现也有多种形式，
一是叙事者在开篇或行文中明白揭示，二是
通过人物的对话进行介绍，三是通过情节发
展展现。这三者常常相互结合，使设定的显
现既灵活又自然。如《红楼梦》卷一直接点出
补天顽石的来历，而在卷二中借冷子兴之口
演说荣国府，从而进行了主要环境设定与对
贾宝玉的初步设定，并在此后的行文中不时
对各种设定进行细化。设定的显现还往往与
叙事者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如果接受者与
叙事者有相同的文化背景，则更容易接受
叙事者的设定。

虽然说设定使作者成为自己叙事世界
中的神，但是设定并非不受制约。除受前
文所说的文体制约外，还受设定自我逻辑
的制约、作品叙事发展逻辑和读者接受逻
辑的制约等。

复仇是人的动物性的体现，是人的本能。
通过动物社会学的研究，发现许多动物都会复
仇，如蛇、象、猴、虎、狮、鲨等，这是动物防御性
机制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在人类社会，复仇行
为往往被组织化、系统化、自觉化，又成为社会
防御性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原始社
会直至封建社会初期，复仇行为在中国和西方
都是普遍存在，即使复仇后来随着法律的逐渐
完善与公共权威的严厉禁止而消歇，人类的这
种本能也只是隐伏起来，并转而反映或释放到
文学作品中，因此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复仇主
题文学都不绝如缕。

从文学体裁来看，中国与西方的复仇主题
文学分布于各种体裁，如中国的历史文学作品、
戏剧、诗歌、古文、小说等都有复仇主题文学作
品，西方的历史文学作品、史诗、戏剧、小说等也
都时有出色作品。从产生时代来看，在中国，

《史记》中赵氏孤儿的故事反映的是春秋时期的
事，虽然可能并非信史，但司马迁郑重其事地记
录下来，并成为赵氏孤儿故事传承的源头之
一。此后从北魏左延年所作的《秦女休行》与西
晋傅玄所作的《庞氏有烈妇》，再到《聊斋志异·
商三官》等。细致地考察，可以发现复仇主题已
经渗入到中国的侠义文学、公案文学和志怪文
学之中。在现当代文学中，复仇主题也是若隐
若现，《白毛女》《闪闪的红星》《洪湖赤卫队》其实表现的都是革命
化了的复仇故事。而在西方，从古希腊的《安提戈涅》《赫库帕》，到
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再至《基督山伯爵》，都是复仇主题文学名
篇，革命背景下的复仇故事也有，如《双城记》等。

尽管中西复仇主题文学都有漫长的历史与广泛的影响，但其
间的差异也非常明显。从叙事结构上看，中国的复仇主题文学作
品比较明快，一般是恶人或恶势力侵犯了主角、主角的家族或主角
所在的阵营并得逞，主角长期隐忍，不忘复仇，积蓄力量或寻找时
机，终于惩罚了恶人或恶势力，大仇得雪。而西方的复仇主题文学
作品则复杂得多，往往表现的是主角在复仇中面临着亲情、爱情
等的艰难选择，甚至陷于伦理的困境。如希腊神话中俄瑞斯忒斯
为父亲阿伽门农复仇犯下弑母重罪，被复仇女神厄里倪厄斯日夜
追赶，并引发了厄里倪厄斯和阿波罗、雅典娜关于俄瑞斯忒斯复
仇是否合理的激烈争论。因此从结局上看，中国复仇主题文学作
品的结局往往是恶人受惩，公理昭彰，而在西方复仇主题文学作
品的结局则往往是主角放弃复仇或虽复仇成功但得不偿失。在复
仇的手段上，中国的复仇主题文学作品复仇手段多样，可以是自
己复仇、家臣复仇、侠客复仇、寻找盟友复仇、借官府复仇，甚至是
托鬼神狐怪复仇。而西方的复仇主题文学作品则多体现为个人单
枪匹马复仇。在表现内容上，中国复仇主题文学中复仇就是作品
的中心，是矛盾的焦点，而西方复仇主题文学中复仇则往往仅是作
品的背景，是刻画人的内在矛盾、人与命运的矛盾、人与社会的矛
盾的一个舞台。

从上述比较中，可以看出，中西复仇主题文学体现了中西对于
复仇的价值评价有很大不同，中国倾向于认为复仇是正义的、符合
社会民众心理要求的，而西方则对复仇倾向于否定评价，复仇只会
带来血腥与道义困境。这些观念上的差异也就相应地导致了复仇
主题文学的艺术表现、人物塑造、情节结构等，使得中西复仇主题
文学呈现不同的风貌。

中西方复仇主题文学所体现的观念差异有着复杂的原因，主
要体现在：

首先，中国是农耕社会，也是典型的宗法社会，与农耕文明相
适应并紧密结合的是以土地为基础、以家族为核心的社会结构，家
族是个人生存的保证，个人也要尽一切可能保护家族，当家族受到
外来侵犯，个人就要使用事后复仇等一切手段来击退侵犯，这就使
得复仇在保护社会结构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而西方重商主义发
达，且有市民社会传统，复仇对社会秩序和商品经济的破坏性作用
体现得更为明显。

其次，中国儒家思想是在农耕文明和宗法社会的基础上发展
起来的，肯定对家族利益的保护，如《礼记·曲礼上》说：“父之雠，弗
与共戴天；兄弟之雠，不反兵；交游之雠，不同国。”《春秋公羊传·隐
公十一年》也说：“君弑，臣不讨贼，非臣也。不复仇，非子也。”因此
儒家思想是鼓励复仇的，并视之为责任。而在《圣经》中，《旧约》虽
有“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血还血”的训诫，《新约》中则重宽恕之
道，耶稣说：“别人打你的左脸，连右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而复仇血
腥无理，自然不是合乎基督教伦理的了。

再次，在法律意识上，虽然中西方都意识到无序复仇将越来越
残酷、波及面越来越广、越来越旷日持久，因此以公共权威代替私
力救济，以法律惩治代替个人复仇。但中国传统上礼制对法律的
渗透比较深刻，法律虽然禁止杀人，但在司法实践中却往往对复仇
给予同情，对复仇杀人网开一面。而西方则有长期的自然法传统，
自然法指宇宙秩序本身中作为一切指定法制基础的关于正义的基
本和终极的原则的集合，既然杀人是恶的，那么无论其缘由是什
么，都不应得到赦宥。

最后，从文学接受角度看，中国的民众接受心理喜欢“大快人
心”、“善恶有报”，而复仇主题文学先抑后扬，满足了民众心理。所
以严格说来，中国复仇主题文学都是正剧而非悲剧。而在西方，则
注重人的自我选择，人在命运之中挣扎，更欣赏悲剧，因此西方复
仇主题文学所表现的也就不会是中国所欣赏的“快意恩仇”了。

中西复仇主题文学的种种差异正是由中西方不同的社会结
构、思想观念和美学理念所决定的，而这种差异仍然在今天的社会
中延续着，值得我们关注与思索。

侯方域(1618-1655)，字朝宗，号雪苑，
河南商丘人，明清之际著名文学家。他的一
生虽然短暂，却经历了由风流潇洒的公子、
蹈厉风发的名士到凄凉哀痛的遗民这样巨大
的身份、心理的转变。在这种转变中侯方域
体现出的心态、文学、文学思想都既有时代
特色，又有其个性特点。

侯方域的祖父侯执蒲，曾官至太常寺
卿；其父侯恂，崇祯年间历官兵部侍郎、户
部尚书、总督。两代显贵，造就了侯方域贵
公子的气度。而侯方域的公子气度、名士风
采与特定的社会环境相结合，就使得他的诗
论有其个性特点。他论诗反对竟陵派，认为

“诗坏于钟谭”，在 《书彭西园集后》 记述彭
西园“尝游京师，遇竟陵钟惺，与谭不合，
奋拳欧之”，并评论说：“当是时，惺方倡异
说蛊惑天下，见者莫不拱揖下拜，西园独勇
于拥卫风雅如此。”相形之下，他还更肯定前
后七子，在《陈其年诗序》中便说：“子知明
诗之所以盛与所以衰乎？当其盛也，北地、
信阳为之宗，而郎耶、历下之辈相与鼓吹而
羽翼之，夫人之所知也；其衰也，则公安、
景陵无所逃罪。”他并不赞同前后七子拟古的
主张，在诗论中指出拟古之风与竟陵派一样

是诗坛之弊，批评“当世之为诗者众矣，或侈衣冠之威仪，则千
幅同裁；或叩响籁于寂寞，则新声竞奏。宁非所谓烟墨不言，受
其驱染，纸札无情，任其摇襞，故烦杂而无当哉？”他并在《与
陈定生论诗书》 中提出：“今日所为色大率皆借色也。借何可
久，天然威施又何必借？若其本不西而东，不南而北，藻绘雕
饰，徒自苦耳。故必洗尽天下之借色，而后天下之真色始出。”
又说：“今人往往好为乐府，仆谓如郊庙、铙歌诸题，皆古人身
在其间，铺张赓歌；今无其事而辄摹拟之，即工，亦优孟衣冠而
已。”这种对于摹拟的批判与对个性的追求无不中肯而尖锐。其
实他肯定李孟阳、何景明，主要是因为他也从封建正统诗学出
发，认为“诗本经术，不同词曲，其大者陈无外，微者道性
情”，并同样以盛唐为取法对象，如他赞赏彭西园“诗开阖起
伏，具有法度，意远调圆，在盛唐入室之列”。所以他在《宋牧
仲诗序》中赞赏宋荦的诗“神苍骨劲，格高气浑”，“直由盛明接
于盛唐”，这与前后七子的论调相近。因此他要求“诗之为道，
格调欲雄放，意思欲含蓄，神韵欲闲远，骨采欲苍坚，波澜欲顿
挫，境界欲如深山大泽，章法欲清空一气”，这显然就是以唐诗
为标的。

侯方域诗作宗唐，确切地说是“以杜甫为宗”。他论诗推尊
杜甫，在《戴黄门诗序》中说：“昔杜少陵生李唐肃代之间，间
关氛祲，曾无虚日，而避蜀逃秦，能以忠义自持，一饭一吟不忘
君父，故其诗多忧悄之思，雄郁之气，亘古弥今，卓然不朽。”
又说：“夫少陵一集，而古今天下之治乱兴亡离合存没莫不毕
具，岂仅仅一詠一吟足以尽风雅也。”可见他推崇杜甫一是因为
杜甫忠君爱国，在乱世中颠沛逃亡，诗中有广阔的社会生活与深
厚的兴亡之感。这正与他一贯的政治取向和凄凉身世相同，所以
他要求诗应“忧时悯俗，托物见志”，诗集中也特多感慨兴亡之
作。他宗法杜甫二是因为杜诗沉郁厚重，感慨深长，雄浑慷慨，
所以他的诗歌也追求开阔而悲壮的意境，其中渗透深沉的故国之
思。如 《过江秋咏八首》 在情感、意境上都与杜甫的 《秋兴八
首》相近。前后七子学杜只能形似，不能神似，这是因为他们生
于承平之世，不可能感受到杜甫身无所托，悲痛哀恸，触目惊心
的心境，而侯方域所处的时代环境与杜甫极为相似，身世、心情
也相仿，所以对杜诗能有更多的体会与共鸣，诗歌肆口而发也自
然合于杜诗。

因此，特殊的时代给侯方域的创作提供了远比前后七子丰富
得多的内容与深刻得多的意蕴，也使他的审美情趣不同于复古派
的典雅中正。他在诗序中赞许那些苍凉激楚，抒发自己心中悲愤
的作品，如 《孟仲练诗序》 云：“孟君生平数遭兴废，皆身与
之，固宜其痛切以愤，怨悱以怒，而其为诗顾能遣于道，不以自
累，望之也厚，而测之也深。是岂犹夫世俗之苟作者耶？”由于
作者亲身感受时世的动乱，艰危苟免，困顿无聊，所以能写出时
代翻天覆地的变化及其对士人内心的重大影响，哀怨悲痛，情不
能已，从而具有特别的力量。侯方域指出这种诗“触讽时事，则
屈子憔悴之容，哀激为骨；倾舒情愫，斯杜老顿挫之致，沉郁有
神”，即它继承了屈原与杜甫感遇讽咏的传统，是“诗以言志，
古人感遇而申怀”的诗学思想在明清易代之际的表现。侯方域自
己的诗与遗民诗所表现的内容、风格是一致的。“零落湮隳”，正
是那个悲剧时代士人总的心理感受与诗中共同的风貌。

但侯方域的公子气度、名士风采在诗论中也时有表露。他在
《与陈定生论诗书》中说：“贾君论诗欲清空一气如话。仆曰：是
固然，更少气象不得。阊阖冕旒固属气象，木鸥风燕，得意容与
容非气象耶？推而至于太原真人之褐裘，曲江仙侣之彩笔，任城
豪饮，斗落参回，玉门愁月，练白霜皎，皆能以其气象为气象。
当其胜绝，变动难拘，是惟心知其意者触通而已。”这种开阔的
视野，风流的生活，潇洒的气度非侯公子莫属。他认为诗在于作
者心灵与情境的触通，所以要求诗人能坦率真诚，认为“人未有
胸中忸怩而发之于言磊落而光明者”，并说：“昔人制行立言各有
一事，不必兼顾。人不逮其言无论已，即使言不逮其人，而苟得
其诚以朴，伉爽以直，豪宕而感激，已不失孝侯国士之风”，这
正是他自己个性的写照与对诗歌的追求。

中国古代诸多诗人都深受佛学
的濡染，因此传统诗论也往往受到
佛学影响，佛学为诗论提供了术语、
思维方式与分析理路等。

明清之际的文学家钱谦益的佛
学修养深厚，佛学对其诗论也有明
显的渗透。他不仅在论诗中引佛
典，甚至明确提出作者应有意识地
学习佛学，说：“余窃谓诗文之道，势
变多端，不越乎释典所谓熏习而
已。有世间之熏习，韩子之所谓‘无
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竢
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者是也。有
出世间之熏习，佛氏所谓‘应以善法
扶助自心，应以法水润泽自心，应以
境界净治自心，应以精进坚固自心，
应以忍辱坦荡自心，应以智证洁白
自 心 ，应 以 智 慧 明 利 自 心 ’者 是
也。……世间诗文宗旨，亦岂有有
外于是乎？……世间与出世间，亦
岂有二道乎？”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借
佛典阐明诗论了，而是明白的以佛
家的修养改造诗人的心灵。对于所
谓出世间之熏习，钱谦益还曾如此
描述：“季华少习禅支，晚为清众，几
案皆旁行四句之书，将迎多赤髭白
足之侣。静拱虚房，永怀支遁；陵峰
采药，希风道猷。所谓客情既尽，妙
气来宅者与？其为诗也，安得而不
佳？”这些主张都表明他受佛学濡染
甚深，这一方面是因为他晚年在生
活上与佛徒来往密切，苦研佛典，生
活比较枯淡，自称“只如今牧斋老人
不会参禅，不会说法，不会做诗，不
会拈语录，镇日住三家村里，破饭箩
边，脚波波地，口喃喃地，恰似个会
戴幞头的和尚”；一方面是他在文学
上，于诗“老而废业， 经之暇，辄讽
诵寒山子、庞居士、傅大士诗偈，于
古人诗，柴桑、辋川、香山而外，间取
伊川、江门二家以送老，日助禅悦”，
诗歌对自我的功能发生了重大变
化。更重要的是他心灰意冷，想借
佛教实现对喧嚣世界、悲惨人生与
痛苦心灵的逃避，故而认为世间与

出世间无别，而文学也正为此宗旨
服务，所以他说：“杼山有言：‘隳名
之人，万虑都尽，强留诗道，以乐性
情。’盖由瞥起余尘未泯，岂有健羡
于其间哉？逐名利，耽嗜欲，斗花
叶，拾膏馥，聚尘俗羶腻之肺腑，而
发清净柔软之音声，天下无有。”因
此他后期要求涵养于佛学，提倡清
淡诗风都与他逃遁尘世，枯寂黯淡
的心态有关。

钱谦益甚至企图将诗学纳入佛
学范畴中，说：“人身为小情器界，地
水火风，与风金四轮相应。含而为
识，窍而为心，落卸影现而为语言文
字。偈颂歌词，与此方之诗，则语言
之精者也。今之为诗者，矜声律，
较时代，知见封锢，学术柴塞，片
言只句，侧出于元和、永明之间，
以为失机落节，引绳而批之，是可
与言诗乎？此世界山河大地，皆唯
识所变之相分。而吾人之为诗也，
山川草木，水陆空行，情器依止，
尘沙法界，皆含摄流变于此中。唯
识所现之见分，盖莫亲切于此。今
不知空有之妙，而执其知见学殖封
锢柴塞者以为诗，则亦末之乎其为
诗矣。”这其实是以佛教的世界
观、人生观来理解诗人的世界与自
我，以唯识来认识诗，以空有之妙
来批评诗坛弊端，以“佛于鹿苑转
四谛后，第三时用维摩弹斥，第四
时用般若真空淘汰清净，然后以上
乘圆顿甘露之味沃之”来比喻诗学
中的转益多师与去陈创新。这也就
是以佛学的认识论来作为文学的认
识方法。不仅如此，他还说：“吾
尝谓陶渊明、谢康乐、王摩诘之
诗，皆可以为偈颂，而寒山子之
诗，则非李太白不能作也。”陶潜、
谢灵运、王维都曾研习佛法，诗皆空
灵淡雅，但它们与偈颂有根本不同，
偈颂是为了阐扬佛法，而诗歌是为
了表现心灵；寒山之诗是僧诗，李白
之诗是文人之诗，两者的审美趣味
还是有所不同。钱谦益抺杀它们的

区别，不过是希望诗人创作皆应做
到“意穷诸所无，句空诸所有”，诗歌
皆应“梯空蹑玄，霞思天想，无盐梅
芍药之味，而有空青金碧之气，世之
人莫能名也”。

在佛学的影响下，钱谦益还提
出香观说，它集中体现于《有学集》
卷四十八《香观说书徐元叹诗后》与

《后香观说书介立旦公诗卷》中，孙
之梅在《钱谦益的“香观”“望气”说》
中对此有专门论述。她说：“以‘香
观’论诗，不仅仅是艺术欣赏中通感
的问题，而是它能够形象、全面地表
述钱谦益关于诗歌本质特征的理论
和对当时诗歌创作中不良风气的批
评。”应该说，香观说的提出延续了
钱谦益对诗坛弊端的一贯批评，如

“杼山论诗，科偷句为钝贼，是人应
以盗香结罪。下视世人，逐伊兰之
臭，胖胀冲四十由旬，诸天恶而掩
鼻者，其又将若之何？”而他在文
中所推崇的诗风正与他晚年佞佛后
提倡的清净柔雅之音声一致，如
说：“元叹摆落尘坌，退居落木
庵，客情既尽，妙气来宅，如薛瑶
英肌肉皆香，其诗安得而不香。”
这种诗风既与他当时寂寞悲凉的心
态有关，也可能是他暮年创作繁华
落尽见真淳，返朴而归真的表现。
这种清淡的风格在文字上并没有

“青黄赤白，烟云尘雾之色”，因而不
必用目，只可用鼻。钱谦益说，“以
嗅映香，触鼻即了。而声色香味四
者，鼻根中可以兼举”。他以六根互
用，心手自在法喻诗论诗，为传统的
味说加一重含意。

佛学丰富的术语与严密的理论
体系为钱谦益论诗提供了较为方便
的工具，而佛学提倡的空灵透彻、直
指本心和世界本质的思维境界也与
钱谦益后期诗论相合，晚年的钱谦
益心境苍凉悲怆，寄情于佛学，在诗
风上也追求空灵冲淡，自然会引佛
学入诗论，从而使由来已久的诗论
与佛学结合的空间更为开阔。

通感修辞的美学阐释
□李梦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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